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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议价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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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链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与客户转换成本,有效提升了企业对客户的议价

能力.进一步发现,数字化转型战略只有与企业相适配时才能发挥提升企业议价能力的效用;当企业下游客户

也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本文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供应链层面研究的不足,并为企业如何构建新型供应链优势提供了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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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必须打通国内经济循环主动脉,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自２０１５年国家推出“大数

据战略”以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在不断落地和实施.据«２０２１数字化转型白皮书»统
计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我国制造业企业关键程序数控化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比率分别达到了

５１．１％和７１．５％.整体来看,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呈跨步式前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包含数字技术组

合所触发的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和组织结构等全方位的变革[１],其实质不仅在于满足企业内部转型升

级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于利用数字赋能打破企业边界,为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

外部市场构建竞争优势[２].对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可以助其成为行业平台和

社会化平台,并最终形成企业生态链,从而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对行业内的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

是其成为行业平台上专业化合作伙伴的必要条件,能够使其价值链在行业平台上占据重要一环.可

见,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供应链中保持优势地位,而议价能力正

是体现企业供应链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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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链中,企业议价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对客户信息的掌握程度[３],也取决于转换客户付出的成

本大小[４].当搜寻客户信息和转换客户的成本较低时,企业在与客户议价时处于优势地位.在企业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及应用一方面帮助企业高效搜寻和整合客户的海量信息,另一方面精

准匹配企业下游的潜在客户,帮助企业对客户关系做出灵活调整.这意味着,企业依托数字化优势大

幅降低了对客户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转换成本,进而提高了企业对客户的议价能力.但在现实中,企业

数字化转型成功率仅为４％~１１％,难点在于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战略调整,需要企业整合资源和优

化组织架构.那么,在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一段时期之后,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起到应有

作用,帮助企业在供应链中获取优势地位? 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因此,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为上述问题找到

答案.
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从供应链视角审视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优势构建之间的关系.

现有文献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各维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效应进行了检验[５][６],但忽略了从供应

链维度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本文从企业对客户的议价能力入手,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

业在供应链中的竞争能力,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层面的后果研究.第二,从交易成本角度

识别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议价能力的作用机理.降本增效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机

制.已有研究主要从数字化转型节约内部成本视角探究了其对企业的影响[５][７],缺乏从外部交易成

本视角的逻辑识别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企业的客户信息搜寻成本和客户转换成本,揭开了供应链

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议价能力的黑箱.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而实体企业则是数字经济的主要战场.以市场中单个经济组织

的“数字化”行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为研究焦点,最能反映出数字经济的现实运作情况.作为“数
字经济”的微观组成要素,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量文献围绕企业

内外部环境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考察,但结论尚未统一.
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业务与数字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利用数据的高效流动极大缓解了信息

不对称问题,在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动能、提高生产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８],不断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９].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仅局限于数字技术应用,更
多体现在组织架构和管理逻辑等全方位颠覆式变革上[１０].这意味着,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能够深入

发掘市场的长尾需求,不断扩宽企业边界,进而引发企业战略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重构价值创造逻

辑和市场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另一方面,同样有证据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复杂曲折的长期系统性工程,往往存在“阵

痛期”[６].由于对新技术、新产品及市场反应缺乏足够的把握和预测,企业数字化转型往往面临较高

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可能引发组织决策体系瘫痪等严重后果.另外,数字化转型进程具有鲜明的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创新特征,这不仅要求企业打破对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的依赖,而且需要对自

身的组织架构和生产要素流动形式进行变革.囿于企业高昂的学习、管理与协同成本,企业数字化转

型可能难见成效[１１].
(二)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供应链中,企业议价能力是企业与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表现为企业在与客户谈判中的控制能

力和利益索取能力.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通过购买产品或服务为企业创造现金流

和利润,能够对企业的生产运营等诸多方面施加重大影响.Morgarn和Sundza(１９９３)的研究发现,
客户集中度和客户规模是影响企业议价能力的关键因素[３].当客户购买额占据企业总销售额的比例

较高时,企业对这类大批进货的客户更为依赖;规模较大的客户采购量往往更多,从而更容易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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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争取到较低的产品价格,限制企业的议价能力.韩敬稳等(２００９)也指出,下游零售寡头由于强大的

买方实力形成较强的议价能力,能够利用成本转移等方式侵占上游企业利益[１２].另外,企业差异化

的产品、高品牌影响力、丰富的核心资源和良好的学习能力皆是提高企业议价能力的关键因素,而高

昂的转换成本和较小的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的议价能力[１３].除了企业和客户的个体特

征外,行业竞争程度、需求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等市场特性也会对企业议价能力产生重要

影响.
(三)文献述评

综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大量文献围绕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但
就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发挥积极效用并未得到定论.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数文献从企业自身入

手,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后的内部对比,忽视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在外部供应链中地位的影响.
考察企业在供应链中地位的变化才能够更加精准、客观地反映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的真实效

果.在供应链中,企业议价能力正是体现企业与客户相对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１４],却鲜有文献

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供应链环境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议价能力之间的逻辑框

架尚不明晰.
从企业议价能力的驱动因素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客户基础特征和市场特质进行探讨,

缺乏对企业战略等顶层设计因素的考察.尤其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数
字化转型战略已成为企业的新型核心战略,深刻改变着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例如,数字化转型通过万

物互联降低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企业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

与多个潜在适配客户的有效协同,降低企业的客户转换成本.在数字化转型战略带来的双重成本优

势下,企业能否有效扭转在供应链中的竞争劣势,强化自身议价能力,这是数字化时代企业核心竞争

力研究的新话题.

三、研究假设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最小化是企业一切组织行为的最终目标[１５].在供应链环境中,事
前的搜寻成本和事后的转换成本是企业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不完全的现代市场中,企
业为了搜寻有效而准确的信息必须消耗财力、时间与承担风险,这些代价可以统称为信息搜寻成本.
企业对客户的信息搜寻成本,既包括深入挖掘客户信息发生的成本,也包括进一步识别客户行为动机

和需求逻辑而产生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帮

助企业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实时共享和协同整合,降低搜寻活动所耗费的成本.具体而言,数字

技术具有连接、开放、共享等特性,不仅扩大了企业搜寻客户信息的潜在范围,而且有效缓解了供

应链长鞭效应,减少客户信息传递扭曲.二是强化企业对客户信息挖掘、分析和预测的能力,降低

识别客户动态逻辑的成本.企业利用数字化分析和预测模块,实现对客户动态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的精准识别和实时响应,提高客户对企业的满意度和依赖度.可见,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搜

寻成本能够提高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从而有助于企业在与客户谈判中提升自身议

价能力.
在与客户的议价过程中,企业还需要考虑更换新旧合作客户引发的转换成本,包括放弃原客户导

致的专有性投资失败成本、转换新客户的经济风险成本以及转换后的关系建立成本等.在传统供应

链环境下,企业与客户为减少风险更倾向于形成单一的合作绑定关系.然而,企业与客户签订合作契

约时会面临专有性投资等约束条款,高额的专有化成本将成为阻碍企业转换新客户的经济壁垒.一

旦企业中断与原客户的合作关系,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绩效风险.另外,企业转换新客户后还需要付出

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与新客户建立良好关系,同时也需要承担产品和服务质量可能下降的风险,这些都

会导致转换成本的增加.数字化转型则为降低企业高昂的转换成本提供了可能:第一,帮助企业构建

数字化成长战略,利用数字资源和组织变革逐渐模糊企业的业务和组织边界,支持企业与大量潜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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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客户共同跨界合作,构建与客户的多元化合作关系,从而减少对单一客户的固有依赖和专有性投

资;第二,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提高企业与客户信息沟通和协调效率,实现对客户关系的统筹安排、客户

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客户风险的预防监控.可见,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客户转换成本实现了企业对客

户的灵活调整,从而有助于企业在与客户谈判时把握议价主动权.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提高了企业获取、分析和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有效降低企业的客

户信息搜寻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潜在客户的数量,提高了协调客户的效率,从而有效降低企业

的客户转换成本.在双重成本的优势下,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企业在供应链中的竞争能力,最终提升

企业的议价能力.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的议价能力.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由于高新科技、软件

与信息技术或互联网类公司天然与数字化进程密切相关,为避免影响本文研究特将此类公司删除;考
虑到金融企业行业监管及财务指标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业公司样本;剔除在观测期间挂牌 ST 和退

市企业;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完成上述程序后,本文对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１％以下

和９９％以上的 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２９３３７个企业—年度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与供应链相关指标等均来自 CSMAR数据库;研究涉

及的其他企业财务与区域指标来自 Wind和CNRDS等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

为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本文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Powerit＝β０＋β１Digitalsumit＋β２∑Controlit＋εit (１)
模型(１)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公司和年度.被解释变量Power为企业的议价能力;解释变量

Digitalsum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ε为随机误差项.模型(１)为
控制了年度、行业以及年度与行业交乘项的联合固定效应模型,且默认采用稳健型标准误.

(三)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议价能力.本文从企业自身、客户以及企业—客户三个维度对企业议价能力

进行衡量:
(１)从企业自身维度而言,企业议价能力表现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当企业产品竞争力更大

时,企业更有机会获得有利的合同条款.为了更加准确地构建企业产品竞争力指标(Power),本文

进行以下三个步骤:首先,考虑到营业毛利率是反映企业产品绩效的直接指标,本文使用企业营业

毛利率衡量企业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其次,参考 Cho等(２０１９)的研究[１６],计算企业营业毛利率与

其行业企业最高营业毛利率的比例,表征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竞争力;最后,为了控制行业和年度

差异带来的影响,在前述基础上减去行业年度均值.Power为正向指标,值越大,企业议价能力

越强.
(２)从客户维度,客户集中度作为衡量企业—客户关系网络的主要指标,可以反映出企业对其主

要客户的依赖程度.当客户集中度较低时,企业对其主要客户的依赖程度有限,在谈判中处于相对自

由和有利的议价地位.鉴于中国证监会将主要客户确定为占供应商总销售额比例最高的五个客户,
本文采用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年度总销售额比率(Ccon)衡量企业议价能力.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值
越小,企业议价能力越强.

(３)从企业—客户交互维度,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依赖不对称程度会影响双方在谈判中的相对议价

能力.例如,当一个客户是企业的重要客户,但该企业却不是其客户的重要供应商时,企业相较该客

户而言议价能力较弱.为了构建企业与其主要客户之间的依赖不对称指标(Trade),本文进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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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步骤:首先,采用各主要客户在企业的采购额占该客户采购总额的比例反映企业对各主要客户的

重要性,比例越大,客户对企业的依赖程度越高;其次,采用企业向各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

额的比例反映各主要客户对企业的重要性,比例越大,企业对主要客户的依赖程度越高;最后,使用前

两者的均值之比衡量企业与其主要客户之间的依赖不对称程度.该指标为正向指标,值越大,企业议

价能力越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本文仅选取了企业与其主要客户皆为上市公司的样

本,所以样本量大幅减少.

２．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为

了反映不同企业之间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异,刘飞(２０２０)通过文本挖掘的方法,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中提取相应关键词,例如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数字化”等[１７],这些关

键词出现越多,则表明上市公司相应的技术应用和活动水平越高.这一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差异,但对关键词选取并不系统.进一步地,吴非等(２０２１)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

征词的确定上,针对学术领域和实业领域进行了分项讨论,最终凝练出包含“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

实践应用”两个层面的特征词图谱,使用关键词词频统计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同时采用

文本分析与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变量测算误差,为相对客观评估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９].因此,本文参照吴非等(２０２１)的方法,将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

词词频加总并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Digitalsum).

３．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杨德明等(２０１８)与唐跃军(２００９)的研究[１８][１９],选取以下企业层面和地区

层面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产权性质(Soe)、董事会规模(Board)、企业杠杆

(Lev)、经营现金流(Cash)、独立董事比例(Pid)、股权结构(Topratio)、企业成长性(Growth)、供应链

整合水平(Interg)以及地区 Gdp(Gdp).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议价能力

Power (企业营业毛利率/行业企业最高营业毛利率)行业年度均值

Ccon 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年度总销售额比率

Trade
各主要客户从企业采购额与客户采购总额之比的均值/企业向
各主要客户销售额与企业总销售额之比的均值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alsum 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频加总并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Age 企业上市年份取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１,否则为０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总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杠杆 Lev 资产负债率

经营现金流 Cash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独立董事比例 Pid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股权结构 Topratio 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

企业成长性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 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供应链整合水平 Interg 本年应收账款/本年营业收入

地区 Gdp Gdp 地区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２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为０．８４９,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

４．０６０,标准差为１．０９４,说明样本公司之间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另外,企业数字化转型中

位数为０,表明一半以上的企业尚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议价能力中位数为０．０００８,均值为０．０６７,
中位数小于平均值,数据结构呈右倾分布,表明一半企业的议价能力尚未达到整体平均水平,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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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议价能力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Digitalsum ２９３３７ ０．８４９ １．０９４ ０　　 ０　　 ４．０６０
Power ２９３３７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４ 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９５６
Ccon ２７０５９ ０．３１３ ０．２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２５１ ０．９７８
Trade ３９５７ １．０４４ ０．８４８ ０．０２５ ０．７８９ ３．８４３
Size ２９３３７ ２２．０９１ １．２６９ １９．８２２ ２１．９００ ２５．９６１
Age ２９３３７ ２．７３７ ０．３９８ １．３８６ ２．７７３ ３．４３４
Soe ２９３２１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０ ０ ０ １
Board ２９２６４ ２．１５０ ０．１９３ １．６０９ ２．１９７ ２．７０８
Lev ２９３３７ ０．４２５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３ ０．４１９ ０．８８８
Cash ２９３３７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９ ０．４１４ ０．０８３ ０．６４７
Pid ２９２６４ ０．３７１ ０．０５２ ０．３０８ ０．３３３ ０．５７１
Topratio ２９３３７ ０．３５８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４ ０．３３９ ０．７４５
Growth ２９２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３
Gdp ２９３３７ １０．９９２ ０．５３３ ９．５８１ １１．０５３ １２．０１２
Interg ２９３３６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５４ １．０５２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３列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由表３第(１)列可知,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４,且在１％水平

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议价能力,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这一结果可解释为:
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的信息优势和网络效应,有效降低了搜寻成本和转换客户成本,增强自身在供应

链中的竞争能力.因此,当企业与下游客户合作时,企业能够凭借供应链优势地位获取更大议价空

间,表现为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强.
在供应链环境下,企业议价能力强弱是企业相对于客户比较而言的,因此本文又从客户、企业—

客户交互视角入手,选取客户集中度(Ccon)与议价不对称程度(Trade)替换被解释变量.结果如表３
第(２)(３)列所示,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减少对客户的依赖,在谈判中抢占更多优势和主动权,压缩

谈判对手(客户)的议价空间,进而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
　表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议价能力

变量

企业议价能力

Power Ccon Trade

(１) (２) (３)

Digitalsum ０．０３４∗∗∗(３．５０) ０．０２２∗∗∗(１６．６９) ０．１１４∗∗∗(４．４４)

Size １．１３０∗∗∗(７９．０８) ０．０３８∗∗∗(２８．１５) ０．０８５∗∗∗(２．９６)

Age ０．００３(０．１１) ０．００３(０．７３) ０．２４０∗∗∗(３．４７)

Soe ０．０３６(１．６４) ０．０１９∗∗∗(６．４８) ０．１２７∗∗(２．２０)

Board ０．２３０∗∗∗(３．７２) ０．００９(１．２１) ０．２６３(１．３８)

Lev ０．１４８∗∗∗(２．６８) ０．００４(０．５１) ０．９５０∗∗∗(５．７４)

Cash ０．６６３∗∗∗(１０．５７) ０．０６１∗∗∗(５．９５) ０．２３７(１．５６)

Pid １．５１８∗∗∗(６．９５) ０．０２３(０．８９) ０．７０３(１．１５)

Topratio ０．４６２∗∗∗(７．１２) ０．０９１∗∗∗(１０．４５) ０．４２７∗∗(２．４４)

Growth ５．６６７∗∗∗(３．９１) ０．７９７∗∗∗(２．９８) ２７．５９７∗∗∗(６．２１)

Gdp ０．３１５∗∗∗(１３．５５) ０．００６∗(１．８９) ０．２８１∗∗∗(５．５０)

Interg ０．４６３∗∗∗(１０．８６) ０．１７４∗∗∗(２２．８５) ０．３２４∗∗∗(２．９２)

Constant ２８．７７３∗∗∗(６３．３１) １．０１０∗∗∗(２１．３３) ４．１９０∗∗∗(４．２１)

Industry&Year&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N ２９０５６ ２６９５７ ３９４５
adj．R２ ０．５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５５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经稳健调整的t统计量,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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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解释变量的计量方式.本文采用以下两种计量方式对基准回归中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

行替换:首先,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进行降维分析,划分为“底层数字技术运用”(Digital１)与
“数字技术实践应用”(Digital２)两个口径分别进行回归;其次,考虑到使用年报关键词词频方法度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参考祁怀锦等(２０２０)的研究[２０],使用上市公司财务报

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Digitalint)
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

由表４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转型在底层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技术实践应用两个维度均能显

著提升企业议价能力,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的政策环境和时代背景.政策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首次提出将数据增列为新的生产要素,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数据要素的市场地位,这为孕

育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提供了良好环境.实践中,中国拥有基数和增速最大的数据生产群体和消费

服务对象,这为发展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因此,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中国上市公司在其

数字化技术运用维度已获取足够的竞争优势.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数字技术实践应用作为

数字化的高维阶段,能够通过数字资源的整合触发企业设计、研发、生产、运营和管理等价值创造

各环节的改变,从而重构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其在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对企业议价能力的

促进作用更强.

２．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效应.由于企业议价能力的强弱会随着外部环境和企业间相对实力改

变而动态变化,本文进一步考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议价能力的动态效应.本文构建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滞后一期变量(L１．Digitalsum)、滞后两期变量(L２．Digitalsum)和滞后三期变量(L３．DigitalＧ
sum),重新进行回归.由表４列(４)(５)(６)的回归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未来三年皆显著提高

了企业议价能力,且回归系数随时间逐渐变大.这说明,初期企业优先实施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

术的领先优势抢占了市场竞争先机,获取了议价优势地位.随着数字化转型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技

术能够深入渗透到企业业务流程、组织运营、商业模式、公司治理和产品服务等各个方面,引发企业全

方位转型,助力企业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断提高企业议价能力.
　表４ 稳健性检验Ⅰ

变量
替换变量

(１) (２) (３)

动态效应

(４) (５) (６)

Digital１
０．０２７∗∗

(２．１３)

Digital２
０．０３６∗∗∗

(３．０９)

Digitalint
０．０１３∗∗∗

(３．４３)

L１．Digitalsum ０．０３６∗∗∗

(３．３０)

L２．Digitalsum ０．０５３∗∗∗

(４．２５)

L３．Digitalsum ０．０６７∗∗∗

(４．７８)

Constant ２８．８２５∗∗∗

(６３．４１)
２８．７８４∗∗∗

(６３．３０)
０．６８７∗∗∗

(８．６５)
２９．４６８∗∗∗

(５９．８８)
２９．９７３∗∗∗

(５６．４５)
３０．２４７∗∗∗

(５２．８７)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９０５６ ２９０５６ ２２０７５ ２５４４０ ２２３２９ １９４５４

adj．R２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１３２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６ ０．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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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Heckman两阶段法.为避免因样本自选择而产生的偏误,本文进一步采用 Heckman两阶段

模型缓解其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本文参考杨德明等(２０１８)的研究[１８],选取了以下可能影响企

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决策的因素: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独立董事占比、企业性质、财务风险、政府补贴、
地区产业结构与地区市场化水平,并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逆米尔斯系数.在第二阶

段,本文将逆米尔斯系数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原模型.表５列(１)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自选择偏差

的基础上,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议价能力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原结论保持一致.

４．PSMＧDID方法.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有效依赖于其前提条件是否满足,即两

组样本在实施数字化转型前必须具有可比性.本文检验结果发现,实施数字化转型组与未实施数字

化转型组在冲击之前上下置信区间均包含０,显示并无显著差异,而在冲击之后两组呈现显著差异.
换言之,本文采用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进一步地,本文采用PSM 方法,基
于最近邻１∶１匹配原则,从控制组(未实施数字化转型组)中选择与处理组(实施数字化转型组)倾向

得分最接近的个体组成新的控制组.本文比较了匹配前后两组在各个公司特征上的差别,有效匹配

后样本P值均不显著异于０,且偏差控制在５％以内,说明有效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已不存在显著

差异.
本文在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基础上,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Powerit＝β０＋β１Treat×Post＋β２Treat＋β３Post＋β４Control＋εit (２)
模型(２)中,Treat为处理组虚拟变量,实施数字化转型企业为处理组,取１;未实施数字化转型企

业为控制组,取０.Post为处理期虚拟变量,公司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时点及之后年份均取１,否则

为０.Treat与Post的交乘项估计系数β１ 为本文关注的处理效应.需要说明的是,多期双重差分模

型中,Post会因为与 Treat×Post完全共线而被自动删除,本文参考杨国超等(２０２０)的做法[２１],由于

未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并无开始进行数字化的时间点,因此在同年度成功被匹配的控制组基础上,
将该年份设定为控制组的被处理年份,从而避免完全共线.从表５列(２)的结果可以看出,交乘项的

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不改变原有结论.
多时点双重差分处理效应的有效性还需要排除非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使

数字化转型对样本的冲击变得随机,并将这一过程重复１０００次并观测估计系数的整体分布,发现系

数集中分布于０附近.这说明在随机处理未对企业议价能力产生真实影响的基础上,未观测因素几

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５．剔除样本.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和中国股灾(２０１５年)事件的冲击,为避免因不可抗

因素带来的观测误差,本文剔除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１０年的企业样本.另外,截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的样本重

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５列(３)(４)所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议价能力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原

结论保持一致.
　表５ 稳健性检验Ⅱ

变量
Heckman模型

(１)

PSMＧDID模型

(２)

排除国际金融危机

(３)

排除中国股灾

(４)

Digitalsum ０．０６５∗∗∗(７．１８) ０．０３３∗∗∗(３．４３) ０．１３５∗∗∗(５．７４)

Imr １．６４１∗∗∗(３７．６０)

Treat×Post ０．０９４∗∗(２．０２)

Treat ０．０６９∗(１．９５)

Post ０．０２８(０．９０)

Constant ４７．１８５∗∗∗(６１．５４) １７．３４３∗∗∗(９．６０) ２８．２０２∗∗∗(５９．８１) ３０．０９３∗∗∗(３６．７５)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N ２９０５６ ２３７３５ ２６４８６ ８１４７

adj．R２ ０．５４９ ０．４００ ０．４６５ 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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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制检验:信息搜寻成本与客户转换成本

(一)基于信息搜寻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机制

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为基础,将模拟信息转化为数字信息,大幅降低了海量信息计算、存储以及

传输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吸收和整合效率,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在较低的信息

搜寻成本优势下,企业能够增强对客户需求的分析预测能力和动态响应能力,积极为客户提供更具竞

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在与客户议价中占据优势地位.综合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信

息搜寻成本提高对客户的议价能力.
鉴于信息搜寻成本不便直接量化,本文借鉴Broekel等(２０１２)和张敏等(２０１８)的研究,他们发现

搜寻成本存在“距离衰减效应”[２２][２３],即搜寻对象的地理距离与搜寻成本之间成正比,经济主体在地

理位置上越接近,知识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效率越高,搜寻成本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大,信息传

递过程中损耗越多,被误读、扭曲的风险越高,搜寻成本越大.因此,本文从地理经济学入手,采用地

理距离衡量信息搜寻成本.若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则可以弥补地理距离过大带来

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当企业与客户之间地理距离较远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议

价能力.
为更加明确区分企业与客户之间地理距离的大小,本文按照地理距离的年度行业三分位数进行

分组,将所属前三分之一样本划分为公司—客户地理距离较近组,所属后三分之一样本划分为公司—
客户地理距离较远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６列(１)(２)所示,相比企业—客户地理距离较近组,在企

业—客户地理距离较远组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企业数

字化转型借助数字技术及应用,能够大幅降低企业对客户的信息搜寻成本,强化企业对客户的影响

力,从而有助于企业在与客户的谈判中获取更多的议价机会.
　表６ 机制检验:信息搜寻成本与客户转换成本

变量

企业—客户
地理距离较近

(１)

企业—客户
地理距离较远

(２)

企业—客户
专有投资较少

(３)

企业—客户
专有投资较多

(４)

行业竞争
程度较低

(５)

行业竞争
程度较高

(６)

Digitalsum ０．０２３
(０．８０)

０．０４７∗

(１．８７)
０．０１１
(１．３５)

０．０９５∗∗∗

(４．５１)
０．０４７∗∗∗

(３．７６)
０．０２２
(１．０２)

Constant ０．１５８
(１．０３)

０．１６５
(０．６３)

１１．３２５∗∗∗

(１７．６３)
４３．８２０∗∗∗

(４２．６４)
２５．５０９∗∗∗

(３８．０７)
２１．０４６∗∗∗

(９．４５)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４３６ ２４２３ ６８７８ ７１３８ ９６８０ ９４０９

adj．R２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５１７ ０．６６８ ０．５０８ ０．８５４

Chi２ １０．０４∗∗∗ ８．６３∗∗∗ ２８．７６∗∗∗

(二)基于客户转换成本的机制

在供应链中,转换成本过高会导致企业难以自由中断合作关系,形成企业竞争掣肘.然而,企业

数字化转型凭借网络效应优势,帮助企业构建跨客户触点的互联互通网络,提高企业与大量潜在客户

之间的供需匹配效率,极大降低企业转换客户的成本.在较低的客户转换成本下,企业能够打破供应

链中构筑的转换壁垒,提高合作客户的可替代性,进而在与客户议价中把握主动权.综合来看,企业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客户转换成本提高对客户的议价能力.
鉴于转换成本不便直接量化,本文从影响转换成本的两个重要因素———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专

有化投资入手.对市场竞争程度而言,当市场竞争活力不足和大企业寡头垄断时,新进入者瓜分市场

的行为会受到阻碍.客户面对现有供应商与新供应商会产生不同态度,尽管新供应商与原供应商生

产可能完全类似,但由于转换代价较大,客户可能会权衡成本与收益后维持与原有供应商的合作[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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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寻找新客户的难度增加,转换成本更大.对专有化投资而言,企业

专有化投资是指唯有与原供应商维持合作关系才有效用的投资,一旦更换供应商,专有化投资则失去

价值,直接加剧了企业转换损失.因此,当专有化投资较多时,企业中断与现有客户合作所需的成本

上升,转换成本较高.
若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转换成本的机制存在,则应表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弥补市场竞争

不足与专有化投资过高导致的转换成本壁垒,从而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与专有化投资较多组中,数字

化转型仍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本文采用行业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并进行

三分位数分组,将所属前三分之一样本划分为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组,所属后三分之一样本划分为市场

竞争程度较低组.本文采用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强度衡量关系专有化投资,同样进行三分位数分组,将
所属前三分之一样本划分为专有化投资较少组,所属后三分之一样本划分为专有化投资较多组.分

组回归结果如表６列(３)~(６)所示,相比市场竞争较高与专有化投资较少组,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和

专有化投资较多组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企业借助数字

化转型的网络优势能够触及下游的大量适配客户,有利于改变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实现从单

一绑定向多元化合作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减少企业对单一客户的固有依赖,降低企业对客户的

专有性投资,从而节约转换成本.

七、进一步研究

(一)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适配性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只是简单的技术运用和组织流程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企业整体布

局的战略变革.当企业布局数字化转型战略时,只有选择与企业自身发展相匹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才能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概率.张叶青等(２０２１)指出,大数据等数字化应用需要与生产、运营、管
理、销售等企业的基本活动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否则可能引发企业

风险与摩擦,难以发挥价值创造的积极作用[２５].鉴于此,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划分为适配与

非适配两类.适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意味着与公司组织、财务、人力、运营、风险等相协调一致,是对

公司自身禀赋全面考察后选择的最合适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当企业实施与之适配的数字化转

型战略时,企业各类互补性资源投入能够配合数字化赋能,帮助企业构建独特的数字竞争优势,提高

企业对客户的议价能力.然而,当企业实施非适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时,则容易忽视企业的实际情

况,从而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无法获取针对客户的议价优势.
为了验证上述两种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差异,本文借鉴曹海敏等

(２０１９)的做法[２６],构建如下模型:

Digitalsumit＝α０＋α１Sizeit＋α２Icit＋α３Auditit＋α４Employeeit＋α５Saleit＋
α６Shareit＋α７Cashit＋α８Levit＋εitj (３)

另外,本文参考张叶青等(２０２１)的研究[２５],选取如下企业变量:企业规模(Size)、内部控制水平

(Ic)、审计质量(Audit)、人力资本(Employee)、销售收入增长率(Sale)、每股盈利(Share)、现金流

(Cash)与资产负债率(Lev).第一阶段,我们对模型(３)进行回归,将回归得到的拟合值 Yhat作为适

配型数字化转型战略,残差Resid作为非适配型数字化转型战略.第二阶段,我们将拟合值与残差分

别代入模型(１)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７第(１)(２)列所示,当数字化转型战略适配时,回归系数在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当数字化转型战略非适配时,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企业只有实施适配的数

字化转型战略才能实现有效的数字化赋能,获取足够的议价优势.
(二)企业议价能力提升动因的进一步识别

上文从企业自身视角出发,发现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构建了信息搜寻和客户转换优势,提高了企

业对客户的议价能力.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议价能力提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果,本文试图

从客户视角进行反向识别.若客户也进行数字化转型,那么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优势相对减弱,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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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客户的议价提升作用应该不再显著.
　表７ 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战略类型与客户数字化转型

变量
适配数字化战略

(１)

非适配数字化战略

(２)

客户未进行数字化转型

(３)

客户进行数字化转型

(４)

Yhat ０．３１３∗∗∗(５．１４)

Resid ０．０１３(１．２３)

Digitalsum ０．００５∗∗(２．２７) ０．００３(１．４１)

Constant ２３．８２７∗∗∗(５８．３９) ２５．１４２∗∗∗(６９．８９) １．２３７∗∗∗(６．０５) ０．８６３∗∗(２．４９)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N ２５３８８ ２５３８８ ６６４２ １８２５
adj．R２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３ ０．３６２ ０．４８６

为了从原样本中识别客户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我们将公司样本与其主要客户样本进行匹配,
保留同样为上市公司的主要客户样本.为了严格筛选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客户,本文按每一客户每

年度必须同时出现“底层数字技术运用”与“数字技术实践应用”两个维度的关键词才认定为该客

户该年度实施了数字化转型,Digitalsum取１,否则为０.另外,数字化转型作为客户企业保持核心

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之一,其实施应该具有长期性,本文进一步剔除客户数字化转型中所有断续为１
的样本.

本文按照客户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分为两组,并且在企业原控制变量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客户的

基本特征变量,包括客户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产权性质、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两职合一、第一大股

东占比、机构持股占比、资本密集度、资产回报率以及现金流水平在内的１１个控制变量.结果如表７
第(３)(４)列所示,当客户同样进行数字化转型时,企业数字化转型无法显著提升其议价能力,这间接

说明企业议价能力提升主要是依托数字化转型优势所致.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本文的研究

结论.

八、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数字经济战略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

能够增加企业的灵活性和敏捷度,助力企业在供应链中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本文基于企业在供应

链中的优势地位考量,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
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和客户转换成本,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检验

表明,企业只有实施适配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才能有效提高自身议价能力;当企业下游客户也进行数字

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议价能力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二)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论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其在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提供了理论证据和经验支

持,同时也为政府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强劲动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参考:一是

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适配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战略,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实

施方案.因此,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时要考虑其组织、技术和业务类型,要进行业务、技术和组织

各方面转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时,要考虑其规模、财务、人力、运营、风险等方面因素,制定

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二是鼓励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目前国家已

经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等相关政策文

件,国内领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表现较好,发挥着“领头羊”和“探路者”的作用,但其他企业数字化

转型不尽人意.如果所有企业都要进行有条件的数字化转型,首先需要加强“一把手”责任,提高数字

化转型决策力;其次在数字化转型投入上下功夫,除了利用企业积累的资金外,外部金融机构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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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可以设置数字化转型专项贷款和财政补贴;最后,加强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平台对接和协调.
鼓励大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提供共享平台,供应链上其他小型企业做补充对接.只有进行协调共

享的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才能降低整体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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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gitalTransformationImproveCorporateBargainingPower?
BasedonthePerspectiveofInformationSearchandCustomerConversion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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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dataofChineseAＧsharelistedcompaniesfrom２００７to２０２０,thispaperexamＧ
inesthe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corporatebargainingpowerinthecontextofsupply
chain．Theresultsshowthatdigitaltransformationeffectivelyenhancescorporatebargainingpower
withcustomersbyreducingthecostsofinformationsearchandcustomerconversion．Further
analysisshowsthattheutilityofdigitaltransformationstrategyinimprovingcorporatebargaining
poweronlyworkswhenitiscompatiblewiththeenterprise．WhendownstreamcustomersalsounＧ
dergodigitaltransformation,thepositiveimpactofdigitaltransformationoncorporatebargaining
powerisn＇tobvious．Toacertainextent,thisstudymakesupforthelackofresearchonthesupply
chainofenterprises＇digitaltransformation,andprovidesevidencesupportforenterprisestobuild
newsupplychainadvantages．
Keywords:DigitalTransformation;TransactionCosts;CorporateBargainingPower;Information
SearchCost;CustomerConversion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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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ryＧRankInversionandFirm＇s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vestment:

EvidencesBasedonStateＧOwnedEnterprise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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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Accountancy,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China)

Abstract:Howtopromotefirmstoactivelyparticipateinenvironmentalgovernanceisanimportant
topicthatneedstobepaidattentioninordertorealize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
BasedonthesamplesofAＧsharelistedfirmsaffiliatedtostateＧownedenterprisegroupsfrom２０１５
to２０１９,thispaperstudiestheimpactofsalaryＧrankinversionbetweenexecutivesoflistedfirmsand
theirgroupheadsonthefirms＇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vestment．Thestudyfindsthat:thehigher
thedegreeofsalaryＧrankinversion,themore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vestmentofthefirm,and
themotivationtocatertothegoalsofsuperiorsandthemotivationtorealizeselfＧwortharethemain
mechanismsoftheaboveeffect．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abovephenomenonismorelikelyto
occurinfirmsinheavilypollutingindustries,inprovinceswithhighenvironmentalawarenessorseＧ
riousenvironmentalpollution．ThispapernotonlyenrichestheresearchonthedriversofenvironＧ
mentalprotectioninvestment,butalsoprovidesanewperspectiveforunderstandingtheeconomic
consequencesofthesalarysystemreformofstateＧownedenterprises．
Keywords:StateＧownedEnterpriseGroups;SalaryＧrankInversi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Ｇ
vestment;ReformofSala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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